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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漲的環保意識對於全球商業經營環境產生了重大改變，企業要在未來的競爭中取得優
勢，高階經營團隊 (top management team; TMT) 的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管理及智慧資本都扮
演重要角色。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 TMT 的環境倫理價值觀是否會透過企業環境管理的中
介效果而促進綠色觀點智慧資本之蓄積，藉以建構一個環境管理前因與結果的模式。本研究以
中華徵信所出版之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前 5000大製造業作為研究對象，回收 123家公司共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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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ising conscious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made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global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firms to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ethics values of top management team (TM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all 
play important role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values of TMT 
facilitate the accumulation of firm intellectual capital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then to establish a model including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Using a list of top 5,000 enterprises in Taiwan provided by China Credit Information 
Service Ltd. as the sample frame, this study collected survey data from 389 top executives of 123 firms. 
Employ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bootstrap analysis,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there w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ethics values of TMT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uld help the accumulation of firm intellectual capital; (3)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ethics values of TMT and firm 
intellectual capital.  The literature lacks empirical evidence with regard to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is study fills the void by examining the perspective of 
TMT and provides managerial suggestions. 
 









否能兼顧環境保護顯得更重要 (高明瑞等，民 99；Drobny, 1994; Greeno and Robinson, 1992)，除
了必須將環境管理與整體策略一起考量外 (Chen, 2008a; Hart, 1995)，甚至需要以更具前瞻性的
環保策略來因應 (Murillo-Luna et al., 2008)，方能獲取競爭優勢並同時確保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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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企業為何願意採取積極的環境管理是一項重要議題 (Kassinis and Vafeas, 2006)，可協助
預測企業的策略行動並進一步探索促進環境永續的相關機制 (Bansal and Roth, 2000)。企業面對
經營環境所採取的策略與管理作為往往受到經營者本身的影響，高層 (upper echelons) 理論認
為，企業的策略選擇與其後果所反映出的是高階主管的價值觀與認知基礎，協助他們解讀相關
議題並決定採取之行動 (Hambrick and Mason, 1984)。過去關於環境管理的研究，主要是從法令
規範或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 的角度探討企業所承受的外部環境壓力 (e.g., Buysse and 
Verbeke, 2003; Henriques and Sadorsky, 1999; Kassinis and Vafeas, 2006; Murillo-Luna et al., 2008; 
Sharma and Henriques, 2005)，但是缺乏從經營者自身的信念來瞭解企業處理環境議題的方式。
由於價值觀代表個人對於自己行為舉止該如何表現的一種內心信念，會影響本身對於事情所抱
持的態度與實際從事的行為 (Meglino and Ravlin, 1998)；環境保護能否在企業中紮根，或許和高
階主管價值觀的關係更密切 (Nakamura et al., 2001)，因此從高階主管關於環境保護所具有的倫
理價值觀來探討企業環境管理作為有其重要意涵。再者，研究高階主管對於企業的影響時，檢
視高階經營團隊 (top management team; TMT) 整體特性可能比僅檢視個別主管來得更適合
(Hambrick, 2007)，對於探討企業環境管理議題相當重要。所以本研究聚焦於 TMT 整體的環境倫
理價值觀。 
另一方面，企業為了回應環保需求並進一步尋求環境永續，在綠色化 (greening) 過程中智
慧資本 (intellectual capital) 不可或缺 (Chen, 2008a)。Grant(1996) 認為在各種組織資源當中，知
識乃是企業最主要的策略性資源，其難以模仿和難以取代的特性可協助企業獲取競爭優勢；而
智慧資本即是企業知識資源的總和 (Subramaniam and Youndt, 2005)。企業如果能夠積極實施環
境管理，或許就能夠將相關知識內化為企業所有並傳承優異的綠化經驗，以累積智慧資本，藉
此減少生產過程中對於自然環境的破壞 (Berry and Rondinelli, 1998; Hart, 1995; Murillo-Luna et 
al., 2008)。然而，過去文獻少見將智慧資本的概念應用於環保範疇 (僅少數例外，例如劉漢榆、
陳文姿，民 101; Chen, 2008a)，更缺乏結合智慧資本與環境管理兩者之研究，因此仍有待相關資
料驗證。 
此外，探討環境管理議題的相關學者多次指出，連結環境管理前因與結果之研究尚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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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資源基礎觀點  (resource-based view) (Barney, 1991; Hart, 1995) 及知識基礎觀點







護，也興起環境倫理議題，而此議題於 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提出永續發展的觀念之後，更加受到重視。環境倫理屬於應用倫
理學的一部份，其探討主軸在於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建立當人們面對沒有主動
意識能力的環境時所抱持的立場，攸關人類對於環境之態度合宜性與行為正當性 (郭實渝，民
89)。沈介文 (民 90) 指出，企業環境倫理的概念主要源自於大地倫理 (Leopold, 1966, 1949) 及
深層生態學 (Taylor, 1986)，進一步結合永續發展的思維而形成，主要是指企業如何看待本身與
自然環境之間的基本關係。 
    近年來關於企業環境倫理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成二種取向，包括探討企業或企業成員本
身的環境倫理認知與信念 (Robertson et al., 1999; Wehrmeyer and McNeil, 2000)，以及探討一般民
眾對於企業與環境之間的倫理關係認知 (沈介文，民 90)。本研究採取第一種取向的論述，探討
企業 TMT 成員的環境倫理價值觀。 
    環境倫理主要強調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倫理關係，至於人類對自然環境所形成的觀點、
態度與行為模式，則可稱為環境典範 (張子超，民 92)。相對於以往所謂「主流社會典範 (Dominant 
Social Paradigm)」之價值觀，Dunlap and Van Liere (1978) 以環境哲學的觀點為基礎，提出「新
環境典範 (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主張；Milbrath (1989) 指出，新環境倫理典範的中心
思想在於重視自然本身的存在價值，主張對於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自然界物種皆予以主動關
懷，並指出人類活動已使得自然界失去平衡，因此要求人類所有活動都應有縝密計畫以降低衝
擊；而且經濟發展將受限於資源有限性，所以必須及早因應。Dunlap et al. (2000) 認為，新環境
典範的確能夠代表以生態為中心的倫理典範。而隨著環境生態的改變，企業應該重新思考倫理













於是透過環境管理減少甚至避免對於自然環境產生衝擊，以追求永續發展。高明瑞等 (民 97) 整
理相關文獻以探討企業環境管理的沿革，他們指出 1980 年代中期產業中一些具領導地位的廠商
開始改變態度，從漠視或拒絕轉而將環保與企業經營結合；持續演進到 1990 年代後期，當國際






品管理與實施環境會計等 (Berry and Rondinelli, 1998)。另外，企業在實際操作環境管理實務時，
所包含的重要細節則包括：環境保護的規劃、環保規劃文件化、與員工、股東或利害關係人進
行充分溝通、成立環保單位及取得高階主管對於環保的具體承諾等 (Heriques and Sadorsky, 
1999)。 
2.3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與環境管理 
個人價值觀基本上隱含了本身對於特定行為或行為結果的偏好，因此會影響其真正行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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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與執行 (Jones, 1991; Rest, 1986)。 
    目前對於環境管理議題的討論越來越重視環境倫理價值觀，尤其是企業高階主管的環保價




也可能直接影響所採取之行動 (Hambrick and Mason, 1984)。因此，當高階主管能夠認同正向的
環境倫理價值觀，因而重視自然本身的價值、關懷其他物種和人類後代，並體認經濟發展因受
到資源限制而有極限，所以必須有適當對策以便提前因應時，則會要求企業所進行的活動必須
有周詳計畫以防止風險，避免影響自然界平衡 (Milbrath, 1989)。Egri and Herman (2000) 的研究
顯示，經理人價值觀某種程度會影響企業對於環境生態的傾向以及是否推動環境方面的變革。 
    本研究進一步從 TMT 整體而非個別高階主管的環境倫理價值觀來探討對於環境管理之影
響，因為相較於只有檢視個別高階主管的影響，聚焦整個經營團隊的特性對於組織結果變項的
解釋能力較高，畢竟策略行動多數取決於 TMT 成員的集體認知與互動的結果 (Hambrick, 2007; 




而產生不倫理的行為 (Peterson, 2004; Vitell and Hidalgo, 2006)。 
    因此，本研究推論 TMT 的環境倫理價值觀有助於企業推動環境管理 (Keogh and Polonsky, 
1998)。當 TMT 成員具有正向的環境倫理價值觀與信念時，則態度上比較願意承諾從事綠色化
的環保活動 (Roy et al., 2001; Sims and Keon, 1997)，進而將這種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倫理信念與價
值展現在經營管理上，而具體作法就是主動積極從事環境管理，希冀創造永續生存環境 
(Hambrick and Mason, 1984; Mill, 2006)。據此，TMT 如能抱持環境典範與永續發展的信念，則
有助於企業推動對環境影響較小的環境管理措施，並以清潔生產、綠色行銷甚至是環保創新等
作為來呈現企業對於環境保護的承諾。本研究建立假設 1 如下： 
假設 1：TMT 之環境倫理價值觀與環境管理具有正向關係。 
2.4 智慧資本 
智慧資本一詞最早是由 Galbraith 在 1969 年 (Bontis, 1999) 寫給經濟學家 Michael Kalecki
的信中所提及 (Serenko and Bontis, 2004)。除了財務資本外，智慧資本也是企業市場價值的主要
成分，而在知識經濟環境下，智慧資本的重要性更可能大於財務資本 (Johnson, 1999)，能夠提
供源源不絕的後勤補給，乃是企業競爭利器。由於這些年來不少企業的會計帳面價值與市場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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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間存在不小落差，引發實務界對於智慧資本的重視，而學術界對於智慧資本的研究也逐漸
熱絡。 
    雖然有不少學者探討智慧資本的相關議題，但是對於智慧資本的定義卻不盡相同。Bontis 
(1999) 認為智慧資本的概念主要係源自於知識基礎觀點 (Grant, 1996)，此觀點強調知識是組織
創造價值的關鍵資源，主張組織應被視為知識所構成的系統，是一個動態的、演進的、自主性
的知識創造與運用者，而智慧資本則可視為知識資源的總和 (Subramaniam and Youndt, 2005)。
莊智薰等 (民 100) 也指出，智慧資本是由知識所創造，本身具有無形性及獨特性且價值可以遞
延，通常透過技能、資訊、經驗、創新等形式呈現。本研究依循此脈絡，將智慧資本界定為一
種以知識為基礎的無形資產，能夠協助組織創造價值與優勢。 
    在環境管理範疇中，Chen (2008a) 可能是最先應用智慧資本概念的研究，他發現企業若能
提升與培植環保意識或環保資訊搜尋能力，將會對企業的智慧資本帶來正面的幫助；意即在環
境管理的實施下，企業會累積環保及綠色創新的無形資產，此無形資產即為綠色觀點的智慧資
本。Chen 與 Chang (2013) 也認為，智慧資本蓄積的過程中，能讓企業符合國際環保公約及消費
者環保意識的要求，更能建立企業的競爭優勢。本研究引用 Chen 等人的概念並結合 Bontis (1999) 
及 Johnson (1999) 的論點來定義綠色觀點的智慧資本，內涵包括「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
「關係資本」，其中，人力資本係指企業整體員工所具備關於環境保護或綠色創新的知識、技術、
能力、經驗、態度、智慧、創造力與承諾等 (Bontis, 1999; Johnson, 1999; Roos and Roos, 1997)；
結構資本係指企業所蓄積有關環境保護或綠色創新的組織能力、知識管理基礎建設、公司形象、
商標與專利等 (Bontis, 1999; Dzinkowski, 2000; Johnson, 1999)；關係資本則是指企業與顧客、供
應商、合作夥伴間的互動關係，有助於提升環境保護或綠色創新 (Bontis, 1999; Capello, 2002; 
Capello and Faggian, 2005; Johnson, 1999)。 
2.5 環境管理與智慧資本 
    資源基礎觀點認為，企業擁有之有價值資源，如果具備稀少性、不可模仿、難以取代等特
性，則可成為獲取競爭優勢的來源 (Barney, 1991)。Hart (1995) 則是採取環境為主軸之資源基礎
觀點來討論組織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提出企業可採取汙染防治 (pollution prevention)、產品
監護責任 (product stewardship)、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等相互連結的策略並培養相
關能力，可協助其蓄積稀少而有價值、且難以模仿及取代的資源，協助企業在競爭的環境中脫
穎而出。根據此概念，本研究認為企業實施積極的環境管理可因此創造環境永續相關的資源，
有助於蓄積綠色觀點的智慧資本，進而影響其競爭優勢與績效 (Chen, 2008a; Chen et al., 2006)。
首先，積極的環境管理有助於人力資本的提升。當企業重視環境保護，設定清楚明確的目標並
透過管理作為落實，則可增進跨部門環保職能活動的發展 (Carroll and Buchholtz, 2008)；企業投
入大量資源與時間進行環保訓練，可協助員工獲得相關知識並增進技能發展 (Dzinkowski,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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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協助累積環保相關知識 (Judge and Douglas, 1998; Nehrt, 1998; Roy et al., 2001)。另外，推動
環境管理有助於企業塑造重視環保的形象，可藉此作為管理員工與改善員工關係的基礎 (Carroll, 
1999)，留住具專業環保知識的人才，增加工作動機，提升其環境保護意識及對企業的忠誠度 
(Branco and Rodriguse, 2006; Carroll and Buchholtz, 2008)。企業在內部能獲得員工對於環境管理
的承諾與支持，可據此累積環保相關知識、技術與能力，並能吸引外部志同道合的優秀人才，
這些都有利於人力資本的蓄積。 
    其次，現今世界各國政府與重要企業開始重視並促成其生產活動、產品及服務等皆能符合
ISO 14000 之標準，以彰顯其對於自然環境的重視 (高明瑞等，民 97)。企業在執行環境管理時，
可以透過一些內部活動，將環境管理整合至整個經營體系內，建立環境管理資料庫以促進應用
環境管理知識的綜效，並付出更多專注力於技術精進，培養綠色創新能力，對蓄積智慧資本有
相當的效果 (Bontis, 1999; Chen, 2008a; Dzinkowski, 2000; Johnson, 1999)。當企業能主動致力於
環境管理時，也有助於強化品牌、商譽及組織能力 (Catasus, 2000)。當管理者面對環境保護的挑
戰，若能具備結合資源基礎觀點與製造策略之「環保技術組合」構念 (Klassen and Whybark, 
1999)，整合知識管理與綠色創新活動，亦可對智慧資本的蓄積產生正向影響。 
    再者，從利害關係人管理的觀點，企業實施環境管理符合外部利害關係人的訴求 (Judge and 
Fowler, 1994)。Carroll (1999) 及 Carroll and Buchholtz (2008) 認為，環境管理的實施有助於建立
或改善與利害關係人之間關於環境保護或綠色創新的互動關係，除了能提升顧客忠誠度之外，
更有利於進行綠色行銷活動；而企業生產具環保特性的產品，不僅符合消費者與社會的需求，
更可以順勢發展永續經營的行銷方案 (Elkington and Hailes, 1993)，這些都有助於關係資本的建
立。從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角度，若企業重視並實踐對於環境保護的








2.6 環境管理在 TMT環境倫理價值觀與智慧資本間之角色 
企業處理環境議題的方式與結果，取決於企業對於環境議題的倫理意識 (Keogh and 
Polonsky, 1998; Nakamure et al., 2001; Sims and Keon, 1997)，其中，TMT 的環境倫理信念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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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捨是關鍵。當 TMT 逐漸形成正向環境倫理價值觀與信念，甚且列入經營核心價值，則有助於
強化組織內的工作效率與凝聚力 (Lin, 2010)，增進顧客、供應商的滿意度並維繫與各關係人之
間的良好關係 (Darigan and Post, 2009)，提升外界對於產品或服務的正向評價 (Brown et al., 
2006)，透過環保知識、技術、人力、關係等資源蓄積智慧資本，進而提高無形資產價值，以獲
取經營上的優勢與永續性 (劉漢榆、陳文姿，民 101; Gardberg and Fombrun, 2006; Porter and 
Kramer, 2006)。 
    然而，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如何影響綠色觀點的智慧資本蓄積？高層理論認為，高階主管
的信念或價值觀等會透過策略選擇影響企業的營運結果 (Hambrick and Manson, 1984)。TMT 的
環境倫理價值觀，其實就是企業高階經營團隊如何看待企業自身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對
於環境態度的持久信念；此信念的認知會影響企業對環境倫理的看法，並進而影響企業在環境




    若 TMT 成員具有高度正向的環境倫理價值觀，進一步將環境保護融入企業中形成經營理
念，堅信不做綠化要付出更大代價，且綠化亦能為企業帶來許多好處，則藉由積極投入資源進
行環境管理活動，來提升人力、結構、關係資本等智慧資本內涵。當企業有系統的陳述其環保





能力，建立環境管理知識與技術資料庫等，這些均有助於蓄積結構資本 (Bontis, 1999; Chen, 
2008a; Dzinkowski, 2000; Johnson, 1999)。另一方面，TMT 將環境保護視為企業的經營原則，甚
至積極從事綠色創新，可能因此與供應商及客戶建構綠色供應鏈關係，進而提升與當地居民、
消費者等之間的互動品質，增進企業社會聲譽 (Bontis, 1999; Capello, 2002; Capello and Faggian, 
2005; Chen, 2008b; Johnson, 1999)，則有助於關係資本的蓄積。 
    綜上所述，具有正向環境倫理價值觀的 TMT 成員，其信念需透過環境管理作為而聚焦於企
業永續發展，進而形塑出企業所共有的環境倫理典範，在這個過程中有助於企業不斷累積智慧
資本的存量。因此，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與智慧資本的關連性之中，環境管理扮演著重要的中
介角色。於是建立本研究之假設 3 如下： 
假設 3：環境管理在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與智慧資本關係間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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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中華徵信所 2010 年版台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前 5000 大企業中之製造業為對象 
(基於研究需求排除金融保險與服務業)，透過隨機抽樣方式從中選出 700 家公司發放問卷，後續
並以信函、電話或電子郵件等方式提醒，以提高回收率。由於本研究分析單位為組織層級，為
了符合 TMT 的主題特性，因此要求各公司問卷至少需有三位以上 TMT 成員填答，方可列計為
有效問卷。雖然過去研究多未如此限定 (Collins and Clark, 2003; Simsek et al., 2005)，但這項作
法可同時避免單一回應者偏誤 (single respondent bias) 的可能性 (Wright and Boswell, 2002)。 
本研究總計回收 134 家公司 415 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 (包含填答不完整、僅有一位或二
位 TMT 成員填答、遺漏值過多或層級為經理級以下)，最終有效回收問卷計 123 家公司共 389
份，有效回收率為 17.57%。除少數例外 (例如，Lin and Shih, 2008; Simsek et al., 2005)，以往利
用問卷調查進行 TMT 相關研究的樣本數大多比較少 (不及 100 家公司)，本研究之樣本數尚佳，
而回收率也與過去 TMT 研究相當。 
本研究參考 Datta et al. (2005) 及 Lin and Shih (2008) 的方式檢測回應者偏誤。首先，將樣
本區分為較早回收及較晚回收兩群體，針對研究架構中的主要變數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環
境管理、智慧資本) 進行 t 檢定，結果顯示這二群之間並未有顯著差異 (p-value 介於 0.15 至 0.70
之間)；接著，針對隨機抽樣的 700 家公司，利用卡方檢定來比較已回收的 134 家公司與未回收
的 566 家公司，結果發現兩者在員工人數 (χ2 = 10.29, df = 5, p = 0.07) 及是否為上市櫃公司 (χ2 
= 0.66, df = 1, p = 0.42) 等特質上並無差異。據此，本研究應該沒有明顯的回應者偏誤問題。 
本研究樣本之特質資料如表 1 所示。以公司而言，本土家族企業佔 24.4％、本土非家族企
業佔 56.9％、中外合資佔 9.8％、外資佔 8.9％；平均設立年數為 27.57 年；平均員工人數 2,936
人；通過 ISO 14000 認證的公司佔 49.6％。就 TMT 的特質而言，平均人數約為 10.81 人；平均
年齡約 46.92 歲，平均年資約 12.35 年，男、女比率為 84.7％與 15.3％，教育程度則為碩、博士







及中文的專業雙語人士進行回譯 (back translation)，經過討論，題項大致符合原測量工具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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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樣本特質 
項目  樣本數  百分比 
公司基本資料 
 資本來源 本土家族企業 30  24.4％ 
 本土非家族企業 70  56.9％ 
 中外合資 12  9.8％ 
 外資企業 11  8.9％ 
 ISO 系列認證 僅通過 ISO 9000 49  39.8％ 
 僅通過 ISO 14000  2  1.6％ 
 兩者皆通過 59  48.0％ 
 兩者皆未通過 13  10.6％ 
 平均設立年數 27.57 年    
 平均員工人數 2,936 人    
TMT 基本資料 
 團隊平均人數     10.81 人  團隊性別比率  男 84.7%、女 15.3% 
 團隊平均年齡     46.92 歲  團隊成員學歷  碩博士 39.7%、大專 53.7%、 




與管理學者就題項的合適性進行全面檢視與評定，以提高量表的效度。研究問卷以 Likert 7 點量
表進行量測，由 TMT 成員圈選「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些不同意」、「普通」、「有些同意」、
「同意」至「非常同意」等七個等距尺度。各變項操作性定義與測量工具說明如下： 
3.2.1  TMT環境倫理價值觀 
    本研究參考 Dunlap et al. (2000) 修正 Dunlap and Van Liere (1978) 提出的新環境典範內容，
結合企業 TMT 成員對環境倫理價值觀的角度後，最終將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定義為「企業 TMT
成員對於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係態度與信念」。本研究採用 Dunlap et al. (2000) 修訂自
Dunlap and Van Liere (1978) 的環境倫理價值觀量表來評估 TMT 成員對於人類與自然之間倫理
關係的信念；此量表經過多次實證調查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Dunlap et al., 2000)，也是最被廣泛
採用來衡量環境價值觀的工具 (Hawcroft and Milfont, 2010)。量表分為五個構面，包括：成長的
極限 (the reality of limits to growth)、反人類中心說 (antianthropocentrism)、自然的平衡 (the 
fragility of nature's balance)、反人類除外說 (rejection of exemptionalism) 以及生態危機 (the 
possibility of an ecocrisis)，每個構面 3 題項，共計 15 個題項，例題如：「植物和動物擁有和人類
同樣的生存權利」，整體構念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87。經由驗證式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檢測後，剔除因素負荷量過低的 3 個題項，包括「只要我們知道如何去開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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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量 = 0.18)及「人類的聰明才智可以確保地球環境不會惡化到無法居住」(因素負荷量 = 0.12)，
重新執行 12個題項之二階 CFA 發現，相關配適指標分別為 χ2 = 74.86 (df = 40, p < 0.001), NNFI = 
0.98, CFI = 0.99, RMSEA = 0.05, SRMR = 0.03，因素負荷量介於0.35與0.89之間，且皆在p < 0.001
水準上達到統計顯着，顯示聚合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及模式配適度良好。 
3.2.2 環境管理 
    本研究綜合資源基礎的觀點 (Berry and Rondinelli, 1998) 及技術層面的看法 (Shrivastava, 
1995)，並參考 Murillo-Luna et al. (2008) 的研究，將環境管理的操作性定義為：「企業面對所處
生態環境的管理活動與作為」。量表主要參考 Murillo-Luna et al. (2008) 所發展之企業環境管理活
動問卷，原為 14 題，範例如：「本公司積極採取環境改善措施，例如：節省能源、淨化處理、
廢棄 物處理、資源回收利用、污水再生使用等」，經參考專家意見後增加一題「本公司善用環
境管理工具 (如碳足跡分析、生命週期評估等)」，共計 15 個題項，整體構念之 Cronbach's α 值
為 0.92。經由 CFA 檢測後，相關配適指標分別為 χ2 = 153.09 (df = 58, p < 0.001), NNFI = 0.97, CFI 
= 0.97, RMSEA = 0.06, SRMR = 0.04，因素負荷量介於 0.39 與 0.77 之間，且皆在 p < 0.001 水準
上達到統計顯着，顯示聚合效度及模式配適度良好。 
3.2.3 智慧資本 
本研究根據 Johnson (1999) 及 Bontis (1999) 分類智慧資本的觀點並參考 Chen (2008a) 的定
義，將智慧資本操作性定義為：「企業內的個人或組織因環境保護或綠色創新所蓄積的無形資
產、知識、能力與關係的總存量」，並將綠色觀點之智慧資本分成：「人力資本」、「結構資
本」與「關係資本」三類，其衡量採用 Chen (2008a) 所發展的題項，包括人力資本 5 題，例如：
「本公司員工的環境保護的能力優於主要競爭者」；結構資本 9 題，例如：「本公司關於環境
保護的創新比主要競爭者多」；關係資本 5 題，例如：「本公司在設計產品或服務上符合顧客
對環保的期望」等，智慧資本整體構念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97。執行二階 CFA 發現，相關配
適指標分別為 χ2 = 343.70 (df = 135, p < 0.001), NNFI = 0.97, CFI = 0.97, RMSEA = 0.06, SRMR = 
0.04，因素負荷量介於 0.76 與 0.93 之間，且皆在 p < 0.001 水準上達到統計顯着，顯示模式配適
度良好，並具有聚合效度。 
3.2.4 控制變項 
    本研究控制企業規模對於環境管理的影響，因為組織規模牽涉資源的多寡及分配
(Andersson and Bateman, 2000; Berrone and Gomez-Mejia, 2009; Buysse and Verbeke, 2003; 
Christmann, 2000; Rueda-Manzanares et al., 2008; Russo and Harrison, 2005; Sharma, 2000)；文獻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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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企業規模對於智慧資本的建立與蓄積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Cordazzo, 2007; Liang et al., 2011; 
Liu et al., 2014; Namasivayam and Denizci, 2006)，因此本研究同時控制其對於智慧資本的效果。
企業規模係以員工人數取自然對數值作為代理變項。另一方面，高層理論認為除了價值觀外，
高階經營者的認知也可能會影響其策略選擇 (Hambrick and Mason, 1984)，而且愈來愈多學術與
實務討論指出，企業推動環保創新或實施環境管理的出發點可能是綠色商機或環境商業效益 (王









69.62%之變異，並將其命名為成本效益及收益效益，二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0.82 及
0.90，整體量表 α 值為 0.88。 
3.3 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有效樣本公司皆至少有三位 (含) 以上高階主管填答問卷，為了將個人評量資料彙總
至公司層級，因此計算 rwg(J) (James et al., 1984) 及 ICC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等係數
來評估評分者之間的一致程度 (agreement) 及信度 (林鉦棽、彭台光，民 95；Bliese, 2000)。 
    本研究除了探討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與環境管理以及環境管理與智慧資本的兩兩關係外，
更重要的是建構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透過環境管理影響智慧資本的中介模式，在此前提下，本
研究關心整個模式的適切與否，以檢視理論整合的可能性與合理性。為了同時檢測自變項與中
介變項及中介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關係，適合採用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來分析資料 (James and Brett, 1984)。不過，由於本研究之樣本數相對比較少，為了避免
樣本數與估計參數之比值過小情形，於是將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智慧資本、環境商業效益認
知等變項的個別子構面題項分數平均，分別作為其潛在變項之觀察變項；至於環境管理則是單
一構面，因此參考 Mathieu 與 Farh (1991) 的作法，將所有題項依照因素負荷量高低分別組合成
為 3 項指標 (環境管理 1、環境管理 2、環境管理 3)，作為環境管理的觀察變項，此項做法除了
可以產生平衡的指標外，也可使每個構念的觀察變項之間所分享的差異能夠達到極大化 
(Fitzgerald et al., 1997)，過去亦曾有學者以此種方式處理 (例如，林妙雀，民 98；Chuang and Liao, 
2010; Fitzgerald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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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係應用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 所建立的兩階段方法進行。第一階段
為測量模式 (measurement model)，藉由 CFA 來確認量表之良窳。第二階段則在測量模式的基礎
上建立結構方程模式，並運用模式比較來檢驗中介效果的研究假設。 
    由於本研究的樣本數較少，學者建議以 bootstrap 分析方式進行中介效果檢測 (MacKinnon et 
al., 2004; Shrout and Bolger, 2002)。Bootstrap 是一種被廣泛使用在資料來源未知 (無法確立觀察
值獨立) 及資料數量有限的情況下，重複抽取大量樣本資料的方法，它所提供的近似會比常用的
極限近似來得精確，其優點為觀察變數不需滿足常態分配的要求，即使母體不宜用常態分配描
述時也可以處理 (MacKinnon et al., 2004; Shrout and Bolger, 2002)。運用 bootstrap 檢測中介效果
之統計顯著性，乃是運用重製樣本所得到估計值之分配建立信賴區間，其判斷方式為在 (1-α) 
100%的信賴區間內如不包含零，就表示在 α 顯著水準下達到統計顯著(Shrout and Bolger, 2002; 
Taylor et al., 2008)。據此，本研究在驗證假設 3 關於環境管理在企業環境倫理價值觀與智慧資本
間的中介效果時，使用此法複製 1,000 個樣本，並獲得此模型中每個參數的信賴區間，再根據上
述原則判定其顯著性。本研究使用偏差校正樣本複製分析 (bias-corrected bootstrap analysis) 進行
判定，因為這個方法在計算中介效果時可產生較正確的信賴區間並有助於增進統計檢定力 
(Cheung and Lau, 2008; Mackinnon et al., 2004)。 
4.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4.1 評分者間一致性及信度分析 
    本研究運用 rwg(J)、ICC(1) 及 ICC(2) 評估同一企業中不同 TMT 成員間評分的一致性及信
度。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 rwg(J) 平均值為 0.95、ICC(1) 為 0.24、ICC(2) 為 0.50；環境管理 rwg(J)
平均值為 0.97、ICC(1) 為 0.34、ICC(2) 為 0.62；智慧資本 rwg(J) 平均值為 0.98、ICC(1) 為 0.39、
ICC(2) 為 0.67；環境商業效益認知 rwg(J) 平均值為 0.96、ICC(1) 為 0.19、ICC(2) 則為 0.43。
由以上分析發現，各變項之 rwg(J)平均值介於 0.95 到 0.98 間，顯示同一企業中 TMT 成員的評量
相當一致。再者，各變項的 ICC(1) 介於 0.19 至 0.39 之間，代表單一成員填答資料相當程度可
以代表 TMT 全體 (林鉦棽、彭台光，民 95)。至於 ICC(2)，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與環境商業效
益認知的平均值相對較低，代表使用 TMT 整體平均數比較不容易檢測出變項之間關係 (Bliese, 
2000)；雖然如此，只要有理論基礎而且 rwg(J) 又相當高，以填答者之平均數代表 TMT 整體情
形是合理的 (Chen and Bliese, 2002; Kozlowski and Hattrup, 1992)。 
4.2 敘述統計與研究變項相關分析 
    本研究各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係數等，詳如表 2 所列示。主要研究變項 (不含控制
變項) 的相關係數均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提供了後續分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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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相關係數表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1.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 5.65 0.85 ---     
2.環境管理 4.90 0.84 0.53** ---    
3.智慧資本 4.97 0.89 0.22*  0.44** ---   
4.環境商業效益認知 4.86 0.85 0.44**  0.66**  0.54** ---  
5.企業規模 2.70 0.71 0.01 0.22* 0.23* 0.15 --- 
 註：相關係數為結構方程式所計算出的 Phi 值。* p < 0.05。** p < 0.01。 
 
4.3 共同方法變異控制與處理 





(Podsakoff et al., 2003)。最後，控制共同方法變異的最佳方式仍是變項的測量取自於不同來源；
由於本研究的樣本中每一家公司至少有 3 位 TMT 成員填答，因此採用資料分割法 (split-data 
approach) (Amason, 1996; Lin and Shih, 2008)，使得各研究變項由不同來源衡量，以降低資料同
源產生偏誤的可能性。基於前述評分者間一致性及信度的檢測結果，顯示隨機選取任一位 TMT




    以 CFA 評估整體測量模式的結果發現其配適度佳 (χ2 = 83.49, df = 54, p = 0.006, NNFI = 
0.97, CFI = 0.98, RMSEA = 0.06, SRMR = 0.04)，如表 3 所示，各指標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0.61 與
0.95 之間，且皆在 p < 0.001 水準上達到顯着性，顯示各題項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另一方面，
各潛在變項的構念信度 (construct reliability) 與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都
在可接受之範圍，顯示潛在變項具有良好的構念信度與效度。 
    進一步檢定各潛在變項間是否具有區辨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作法是分別將原本的四
因素理論模式和TMT環境倫理價值觀與環境管理合併之三因素模式比較 (Δχ2 = 379.24, Δdf = 3, 
p < 0.001)，再與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與智慧資本合併之三因素模式比較 (Δχ2 = 424.21, Δdf = 3, 
p < 0.001)，以及和另一組三因素模式 (環境管理與智慧資本合併) 比較 (Δχ2 = 96.88, Δdf = 3,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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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整體測量模式之驗證式因素分析結果 
   構念及指標 因素負荷量 構念信度 平均變異抽取量 
環境倫理價值觀   0.92     0.69 
成長的極限(λ1) 0.89**   
反人類中心說(λ2) 0.69**   
  自然的平衡(λ3) 0.95**   
  反人類除罪說(λ4) 0.70**   
  生態危機(λ5) 0.89**   
環境管理  0.94  0.84 
環境管理 1 (λ6) 0.95**   
環境管理 2 (λ7) 0.88**   
環境管理 3 (λ8) 0.93**   
智慧資本  0.92  0.80 
人力資本(λ9) 0.90**   
結構資本(λ10) 0.91**   
關係資本(λ11) 0.88**   
環境商業效益認知  0.74  0.65 
成本效益 0.61**   
收益效益 0.90**   
  註：** p < 0.01。 
 
0.001)，最後再和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管理與智慧資本等合併之二因素模式比較 (Δχ2 = 
450.20, Δdf = 5, p < 0.001)，發現卡方值的差異均達到統計上顯著，顯示各構念之間具有相當程度
的區辨性 (如表 4)。 
 
表 4  因素模式分析比較表 
模式 χ2 df Δχ2 NNFI CFI RMSEA SRMR 
四因素模式   83.49 54 -- 0.97 0.98 0.06 0.04 
三因素模式1  462.73 57 379.24** 0.62 0.72 0.24 0.21 
三因素模式2 507.70 57 424.21** 0.58 0.69 0.26 0.23 
三因素模式3 180.37 57  96.88** 0.89 0.92 0.13 0.07 
二因素模式 533.69 59 450.20** 0.57 0.68 0.26 0.19 
  註：1.四因素模式為假設模式，皆以此模式為比較基礎。2.三因素模式 1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管理)。 
      3.三因素模式 2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智慧資本)。4.三因素模式 3 (環境管理＋智慧資本)。 
      5.二因素模式 (TMT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管理＋智慧資本)。6.**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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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結構模式分析 
4.5.1 整體模式檢測 
    本研究在測量模式的基礎上，進一步以結構模式來檢定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管理與
智慧資本的整體關係，並同時檢測部分中介及完全中介兩個模式。根據各項指標顯示，本研究
所建立之理論模式其配適度佳 (χ2 = 84.33, df = 68, p = 0.09, NNFI = 0.98, CFI = 0.99, RMSEA = 
0.04, SRMR = 0.06)，不過檢視各係數估計值發現，「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智慧資本」的直接
效果路徑係數僅-0.04，且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因此，本研究另外檢測完全中介模式 (意即刪除
直接效果)，並與部分中介模式比較，結果顯示兩者卡方值差異未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 (Δχ2 = 
0.12, Δdf = 1, p > 0.05)，基於簡約 (parsimony) 原則，將理論模式中的「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
智慧資本」路徑刪除，並以此作為最終模式。由圖 1 可知，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與環境管理之
間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γ11 = 0.33, p < 0.01)，因此假設 1 獲得支持；環境管理與智慧資本兩者之
間亦有顯著正相關 (β21 = 0.42, p < 0.01)，假設 2 也獲得支持。 
4.5.2 中介效果檢測 
    接下來進行偏差校正 bootstrap 分析以檢測中介效果，程序上主要是計算結構模式各估計值
之信賴區間。根據表 5 顯示，「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管理」路徑之 95%信賴區間顯著不
為 0 ([0.141, 0.491])；再者，「環境管理→智慧資本」路徑之 95%信賴區間也顯著不為 0 ([0.233, 
0.544])，結合上述兩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可能存在中介效果 (MacKinnon et al., 2002; Taylor et al., 
2008)。進一步檢視TMT環境倫理價值觀影響智慧資本之間接效果，發現其 95%信賴區間為[0.063, 
0.232]，並未包含 0，而係數為 0.14，顯示環境管理在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與智慧資本之間扮
演完全中介角色 (Shrout and Bolger, 2002; Taylor et al., 2008)，假設 3 亦獲得支持。 
5. 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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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結構方程模式及 Bootstrap 分析結果 
Bootstrap 分析路徑    指標係數值與顯著性            
係數 95% CI p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管理 (γ11) 0.33 (0.141, 0.491) 0.003 
環境管理→智慧資本 (β21) 0.42 (0.233, 0.544) 0.003 
控制變項：    
 企業規模→環境管理 0.16 (0.025, 0.297) 0.017 
 企業規模→智慧資本 0.14 (0.046, 0.354) 0.012 
 環境商業效益認知→環境管理 0.50 (0.275, 0.679) 0.003 
中介效果：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環境管理→智慧資本(γ11×β21) 0.14 (0.063, 0.232) 0.001 











    另一方面，過去關於環境倫理價值觀的研究多數以個人層級為主 (請見 Hawcroft and Milfont, 
2010)，即使少數探討經理人的價值觀，也是採用個別角度 (例如，Egri and Herman, 2000)。本研
究突破傳統以個人價值觀為主軸的思維，進一步建構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的概念。由於企業整
體發展有賴陣容堅強的 TMT 運籌帷幄，TMT 成員乃是企業中的關鍵人物，對內制定策略與經
營方向，對外亦代表企業與其他組織交涉協調，並蒐集彙整重要資訊 (劉韻僖，民 95)。基於 TMT
在組織架構中的決策高度及所擁有的影響力，討論 TMT 整體的環境倫理價值觀有其重要意涵。 
    再者，以往大多數關於環境管理的研究係單純探討前置因素，或者聚焦討論管理作為的可
能影響，比較局部、片段而缺乏整體考量，因此學者們呼籲相關研究應該考慮環境管理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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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能力 (Catasus, 2000)，並進而蓄積智慧資本此一獲取競爭優勢的要件。本研究藉由闡述 TMT
環境倫理價值觀與智慧資本之間的連結，顯示環境管理協助企業蓄積知識資源的重要性與特殊
性，協助相關領域進一步認識環境管理的實踐與貢獻。 
    針對高層理論部分，過去相關研究多是檢測高階主管一些外在的人口統計變數 (例如，學
歷、年齡---等等) (Hambrick and Mason, 1984; Wiersema and Bantel, 1992)，試圖藉由這些外顯特
性來反映高階主管內在的價值觀與認知基礎，但是這些代理變數 (proxy) 都不如直接衡量內在
特質來得有效度。雖然近年來逐漸有研究直接衡量 TMT 的內在特質，例如性格 (Boone and 
Hendriks, 2009)，但是仍需要更多這方面的研究來精煉高層理論。本研究探討 TMT 的環境倫理
價值觀，實證檢測時並控制 TMT 商業利益認知的效果，更能符合高層理論對於心理認知層面的
討論，可進一步協助瞭解企業高層的決策選擇及行動 (展現在環境管理作為上)，對於高層理論
在 TMT 研究上的應用具有重要意涵。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 TMT 成員的環境倫理價值觀相當
程度牽動企業的環境管理政策與作為，也顯示高層理論應用於環境管理議題探討的新方向。 
















    其次，能否有效蓄積智慧資本對於企業的永續經營相當重要。例如：員工要能夠具備環保
相關知識與技能，以因應環境相關問題，甚至足以生產對環境友善的產品或提供相關服務 (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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